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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herent Logic of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in Southwest
Yun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Theory
WU Dan, GENG Hong

Abstract: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 has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

ral productivity in the impoverished regions of Southwest Yunnan, leading to the sig‐

nificant expansion of rural space. The changes in living environment, production

space. and social structure have triggered the restructuring of rural space and local

field. A series of new and hidden issues within institutions, the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ety, along with delays in their emergence, have become destabilizing factor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Inspired by the field

theory and using the rural area of Lincang City, Yun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explains the principles behi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from the perspec‐

tives of fields, customs, and capital., It analyzes the adaptive process of multi-

dimensional space reproduction in rural field reconstruction. The paper elucidates the

evolution of rural areas from a field of etiquette and customs based on acquain‐

tances and mutual assistance to a transitional stage reliant on semi acquaintances

and family cooperation. It also identifies the delayed reconstitution of the multi-

dimensional system encompassing institutions, the economy, culture, and society.

Built on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ir land, the

interplays between production and residence, and the dynamics among local residents

in rural areas, the paper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fostering consensus in discourse power and order among stakeholders, transforming

the migratory mode of social existence to one based on localized work-residence inte‐

gration, and exploring the linkage between new places and new local culture. The

study is anticipated to offer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sights for consolidating

poverty alleviation efforts, advanc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in Southwest Yunnan.

Keywords: field theory; rural areas in southwest Yunnan; customs; spatial restructur‐

ing; human-land relationship

乡村振兴是继脱贫攻坚后解决“三农”工作的重要战略，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提出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当前，在脱贫攻坚与乡

场域理论视角下滇西南乡村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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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脱贫攻坚工程推动了滇西南贫

困地区乡村生产力快速发展，乡村空间

呈现规模显著扩张。生活环境、生产空

间、社会结构的变迁引发了乡村空间重

构和场域重塑，一系列隐含的制度、经

济、文化、社会等新问题及其滞后性效

应成为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转变的不稳

定因素。借助场域理论，以云南省临沧

市乡村为例，从“场域、惯习、资本”

角度对乡村空间重构的逻辑框架进行解

释，分析乡村场域重塑中多维空间再生

产的适应性过程，揭示乡村从“群体互

助的熟人礼俗场域”到“家庭协作的半

熟人过渡场域”的演变，识别乡村场域

重塑中“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等

多维空间再生产的滞后性问题。基于乡

村“人地—产居—社会”关系逻辑的转

变提出“探寻行动者共同认可的话语权

与秩序”“转变候鸟居住模式为产居结合

型模式”和“探索新场所与新乡土文化

的连接方式”的乡村重构优化路径，为

滇西南乡村巩固脱贫成果、接续乡村振

兴及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启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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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兴的衔接过程中，乡村重构所诱发

的一系列新问题成为乡村后续发展的关

键议题。作为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

滇西南（含临沧、普洱和西双版纳等 3
市州） 乡村表现出典型的“高山纵谷、

立体垂直、梯度分布”等空间特征[1]。传

统滇西南乡村是以土地、血缘为本的熟

人社会，人口流动率低，具有独特的行

为倾向、群体习惯和社会网络。滇西南

乡村经历了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1415
个贫困村在2019年底全部脱贫，完成生

产力的快速发展和空间的显著规模扩张，

自给自足的乡村“边界”被打破，乡村

聚落的形态、规模、布局和景观特征等

发生改变甚至是地理空间转移，乡村空

间发生重构，村民心理上建立的隐形

“壁垒”也在要素重组中逐渐模糊。目

前，各界对乡村空间重构的关注更偏向

具象化行为与结果，而制度、经济、文

化、社会等要素对空间重构的作用、机

制及相互干涉、影响的系统研究尚不多

见①，因此有必要引入更广域的视野、更

深层次的理论去探讨其背后隐含的一系

列潜逻辑、新问题及其关联性影响。

1 推演：场域理论视角下滇西南

乡村空间重构的内在逻辑

1.1 滇西南乡村空间重构的界定与内涵

乡村重构的概念最早见于欧洲若干

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发展变迁与转型研究

中。伴随着我国城乡融合、城镇化发展

的不断推进，我国大部分乡村地区都经

历着不同程度的空间重构、功能重组与

发展转型。龙花楼等[2]认为乡村重构是指

为了适应乡村内部要素变化和外部调控

的干预，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有效管理

发展要素，重新塑造乡村的社会、文化、

经济等形态，进而完善区域空间格局，

实现乡村系统由非良性状态转变为良性

状态的过程。由此可见，乡村重构强调

的是过程，而其外在表现形式则为乡村

空间重构。本文所探讨的乡村空间重构

是针对滇西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乡村，

该地区的村民虽然依靠自然资源禀赋优

越的大山得以生存繁衍，并形成了多元

丰富的民族文化，但也因高山纵谷的重

重阻隔而闭塞了其发展天地，长期处于

“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空间贫困与

代际贫困状态。伴随着脱贫攻坚政策的

实施，滇西南乡村空间格局在内生发展

需求和外在驱动因素的作用下产生阶段

性转变，乡村制度、经济、社会、文化

等内在要素的结构关系也随之调整且以

乡村空间重构的形式得以展示。

为进一步探究滇西南乡村空间重构

问题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经济、社会、文

化等一系列不稳定要素，选取滇西南三

市（州）之一的临沧市为典型案例，以

临沧市就地重构、异地重构乡村为具体

研究对象。临沧市位于祖国西南边陲，

地处怒山横断山脉南延部分，共有拉祜

族、佤族、布朗族、景颇族等23个少数

民族。临沧市作为云南省市辖全部县

（区）均属贫困县的 4个州(市)之一，不

仅是滇西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核心区

域，也是我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

战场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临沧市按

照“两不愁三保障”的工作要求，逐步

改善乡村的生存环境和居住条件，完善

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并在 2014—2019
年期间实现了 562个贫困村的稳步持续

出列（图 1）。临沧市乡村在脱贫攻坚的

推动下虽然生活环境、居住空间、生产

模式等发生了明显改善，但由于空间环

境、社会结构的外部变迁也诱发了一系

列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等新的内涵

性问题，表现为村民对重构空间欣喜接

受下的多方面不适应。单纯解决物质空

间的问题已不能满足临沧市乡村的全面

健康发展，现阶段更多是生产方式不适、

社会融入困难、文化传承断裂等问题亟

待解决。因此，本文尝试在探讨临沧市

乡村外部空间布局、组织形态、环境建

设等物质要素重构的基础上，深入剖析

其内部制度、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非物

质要素结构性转变的内在逻辑，以帮助

滇西南脱贫后乡村在振兴实践中进一步

打开解决关键问题的思路。

1.2 滇西南乡村空间重构引入场域理论

的意义

在 20世纪欧洲学术界“空间转向”

思维模式变革背景下，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也译为“布迪厄”）基于齐美

尔（Georg Simmel）“空间五属性”、列斐

伏尔（Henri Lefebvre）“社会空间生产”、

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识、权利和

主体”、哈维 （David Harvey）“时空压

缩”以及苏贾 （Edward W. Soja）“第三

空间”等理论，将空间和场域 （field）
概念结合，从宏观层面描述场域空间中

的惯习（habitus）形成与资本(capital)转
化[3]。布尔迪厄在 1990年代提出场域理

论，其阐述的场域是一个具有关系性、

相对自主的空间，它既不是被固定空间

所限定的实体区域、环境或网络等，也

不是无形的虚幻意象与意境，而是在某

一特定社会空间中由特定行动者间的关

系网络所形构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综合

体[4]。场域、惯习、资本是场域理论中的

核心概念（图 2），场域中交织的各种社

会力量关系由惯习所支配，惯习在资本

图1 临沧市脱贫情况
Fig.1 Poverty eradication in Lincang

资料来源：根据临沧市扶贫办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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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指导行动者进行社会实践，又在

社会实践中不断调整，形塑成新场域，

并在此循环生产中积累和转化资本。滇

西南乡村在脱贫攻坚政策推动下发生空

间重构、社会重组、文化重塑，政府、

村委会、当地村民、企业等各方力量不

断交织，外部力量、资本和权力的介入

和干预促使原生惯习被动发生变迁，惯

习的变迁继而引发一系列不适应问题，

村民在适应和改造空间的实践过程中又

反过来影响新惯习的生成。因此，滇西

南乡村空间重构是一种典型的多维、多

力交织的场域重构实践，其场域重塑过

程即外化为空间再生产过程，其中权利

争夺和利益分配逻辑也就是资本逻辑。

目前，部分学者已尝试将场域理论应用

于乡村研究中，但多关注乡村治理、文

化传承、社会融合等单一层面，较少透

过乡村物质空间重构综合分析乡村制度、

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场域变化[5-9]。尤其

是面对滇西南脱贫攻坚中的乡村空间重

构现象，缺少对于空间环境改变与乡村

制度、经济、文化、社会被动变迁下乡

村主体在其中多重适应性问题的系统性

研究。本文的新意在于从场域理论的惯

习、资本和实践角度，有针对性地分析

滇西南乡村的就地重构和异地重构，既

从物质空间变化层面探究乡村场域重构

的缘由，又跳出物质空间和指标思维束

缚，综合把握滇西南村民的切身感受，

更为贴切地研判乡村物质空间之上的制

度场域、经济场域、文化场域和社会场

域在重塑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不适应问

题，为脱贫乡村的后续健康发展助力。

我国乡村空间重构研究在2015年后

快速发展（图 3），主要集中在概念内涵

与理论框架[10-11]、重构过程与特征[12-14]、
重构动力与机制[15-16]、重构路径与策

略[17-18]和农户响应[19]等5个方面。龙花楼

等[11]提出乡村重构的理论框架，强调乡

村重构的综合多维性和时序演进性。李

和平等[16]提出我国多数农业型乡村空间

重构以政策引导、产业升级和社会需求

为主要驱动因素。梁肇宏等[18]引入空间

生产理论，基于三生空间演变和乡村人

地关系提出多元空间融合的重构策略。

现阶段，国内学者对乡村空间重构的研

究多停留在单个或多个要素层面，很少

对乡村全要素及整体空间网络进行研究，

对乡村重构的复杂要素及多维空间再生

产适应性过程等方面考察不足。滇西南

贫困地区乡村的民族、社会、文化特殊

性与内涵多样性，注定了在其传统空间

生产中贯注了多重非物质文化与精神文

化内涵，而脱贫攻坚主导下的当代乡村

空间重构也应内涵着根植于传统的多重

社会性诉求（但实际情况尚未能尽如人

意）。场域理论作为一个社会学理论，可

将脱贫攻坚驱动下的滇西南乡村空间就

地重构和异地重构进行网络化、系统化、

立体式的整体分析，更加准确地综合把

握整个重构过程中的社会建构、情感建

构和文化建构，更深入剖析乡村空间重

构过程中乡村多维空间变化、集体惯习

瓦解和重塑、各权利资本间博弈，以及

乡村社会、经济、文化、治理滞后等问

题，将乡村空间重构研究深入到要素集

合层面和逻辑关系层面。从场域角度对

现有研究进行补充，更充分、详细地分

析乡村空间重构过程中各要素变化的内

在逻辑，为脱贫后乡村空间问题诊断和

后续发展研究提供更为系统化、内涵化

的思考角度。

基于此，本研究从场域理论视角出

发，认识与解释滇西南乡村空间重构的

内在逻辑，结合云南省临沧市乡村案例，

探讨乡村场域重塑中多维空间再生产的

适应性过程，剖析该过程中存在的滞后、

脱节与不匹配问题。在“人地—产居—

社会”关系认知的基础上，发挥规划者

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提出有效

促进场域重塑、优化乡村多维空间重构

的路径，调动乡村内部活力焕发及外部

力量介入，实现乡村环境宜居、产业兴

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幸福的

振兴目标。见图4。

图3 乡村空间重构相关文献发表年度趋势
Fig.3 Trend in the publication of literature on rural spatial reconfiguration

资料来源：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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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基于场域理论的乡村空间重构逻辑框架
Fig.4 Logical framework of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based on field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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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场域理论的核心概念
Fig.2 Core concepts of field theory

资料来源：基于文献[3]改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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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场域理论视角下滇西南乡村空间重

构逻辑

1.3.1 滇西南乡村场域结构性转变逻辑

从场域理论角度出发，将滇西南乡

村场域作为完整的网络体系考察，它不

仅包含实体物质空间，还包含实体物质

空间之上与人有关的制度、经济、文化、

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非物质要

素（图 5）。一方面，实体物质空间作为

滇西南乡村场域基底，既包括村庄所立

足的建筑空间载体，还包括延展性的山、

水、林、田、路等生存空间。倘若对场

域基底进行调整或替换，其上层的社会

关系、生活方式、资本运作等非物质要

素都将失去载体，场域内原有关系网络

断裂。就异地重构乡村而言，搬迁就是

抽掉原有基底替换新基底的过程，当地

村民的环境认知和行为方式随着基底替

换发生结构性转变，原有制度、经济、

社会、文化纽带为适应新基底而改变惯

习，同时惯习在适应中反过来改造基底。

另一方面，滇西南乡村场域基底更新后，

物质空间的开敞性、有序性、方向性及

品质普遍提升，空间所承载的房屋建设、

基础设施、公服设施和绿化环境等服务

型职能有所强化，符合乡村振兴现代生

产生活需求。基底物质空间的改变将投

射于上层非物质要素的重构，非物质要

素的部分适应性转变虽满足了乡村产业

和组织振兴的发展性诉求，却忽略了文

化振兴的传承性诉求，使部分文化的在

地性、民族性丧失。

1.3.2 滇西南乡村场域适应性演变逻辑

滇西南乡村原有“人与自然共生”

的生活习惯、“以土地为资本”的生产逻

辑、“崇拜自然”的民族信仰与传统文化

以及它们之间的社会网络与现代乡村扶

贫所提供的物质空间匹配较低（图 6）。

正因为新构建的物质空间与乡村原有惯

习不匹配，切换滞后，所以新物质空间

对旧惯习的瓦解、新惯习的形成以及资

本运作的引导均产生影响。空间中作为

权力颁布主体的政府、空间中作为权力

执行主体的村委会、空间中作为逐利主

体的企业以及空间中作为利益接受主体

的村民，在滇西南乡村空间重构的过程

中互相影响、博弈与妥协。滇西南乡村

主体变迁导致惯习发生应变，从而指导

政府、村委会、企业、村民等异质行动

者通过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的调整争夺

资本主导地位，异质行动者间的权利博

弈、话语倾斜与利益分配引发乡村关系

逻辑转变、个体意识变化以及生计模式

转型，进而推动乡村多维空间再生产，

催生场域新平衡的诞生。

政府扶贫政策的实施、地方力量的

响应以及异质行动者的权利博弈直接推

动了滇西南乡村空间重构，村民对新环

境的不断适应间接推动了乡村多维空间

再生产（图 7）。尤其是针对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此类异地重构乡村而言，其建

设体现了国家自上而下的空间规划，但

在搬迁安置的实施过程中，国家意志的

主导性在搬迁村民的空间实践中不断被

消解。如果说地方政府决定了搬迁村民

的物质空间重构和安置方式，那么搬迁

村民与其他异质行动者在新物质空间中

图5 滇西南乡村场域结构性转变逻辑
Fig.5 The logic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fields in Southwest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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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滇西南乡村场域适应性演变逻辑
Fig.6 Adaptive evolutionary logic of rural fields in Southwest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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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乡村多维空间再生产的动力机制
Fig.7 Dynamical mechanism of multi-dimensional spatial reproduction in the country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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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离土化空间实践则推动了异地重构乡

村的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空

间的再生产。原有惯习能否在新物质空

间里适应决定了乡村能否可持续发展，

不适应就会造成浪费，不匹配则凸显新

空间的不足与缺失。因此，滇西南乡村

空间重构不仅需要实现新物质空间的完

善，更要实现乡村“制度—经济—文

化—社会”多维空间的再生产，达到新

物质空间与乡村场域的高度匹配。

2 演变：滇西南乡村场域重塑中

多维空间再生产的适应性过程

场域旧平衡的消亡势必意味着新平

衡的诞生[20]。滇西南乡村新物质空间已

基本重构完成，主要分为就地重构和异

地重构两大类（表 1），原有惯习在新物

质空间里不断适应、延续和改变，乡村

场域旧平衡被打破，但新平衡尚未形成，

人地、产居、社会等一系列关系发生

转变。

2.1 乡村旧场域：群体互助的熟人礼俗

场域

滇西南传统乡村因其独特的地域环

境和空间生成、演化机制，具有地域相

似性和空间恒久性特征[21]。由于滇西南

传统乡村能量流动较少，当地村民长期

处于同一环境，秩序相对稳定，人地关

系紧密，因此具有相似的群体惯习及文

化，生活生产相互关联，并形成了以土

地和血缘为基础代际相传的熟人社会和

群体互助的礼俗场域（图 8）。受传统农

业自给自足特征的影响，滇西南传统乡

村重构前虽邻里和谐、群体互助，但由

于其高山纵谷的地理环境，生活条件较

差，生产方式以传统农耕为主，生计模

式依赖土地，产业结构具有单一性、脆

弱性特征。当土地受到破坏时生产资料

易发生断裂，直接影响村民生存。

2.2 适应性过程：家庭协作的半熟人过

渡场域

滇西南乡村场域在多维空间再生产

的适应性过程中由群体互助的熟人礼俗

场域转变为家庭协作的半熟人过渡场域，

且场域切换无法与空间更新同步，存在

滞后现象。其一，就腾龙、斗阁大寨此

表1 滇西南乡村重构类型及典型案例
Tab.1 Types and typical cases of rural restructuring in Southwest Yunnan

资料来源：临沧市乡村振兴局提供

滇西南乡村就地重构

类型
示意

案例

滇西南乡村异地重构

类型
示意

案例

博尚镇勐准村腾龙自然村（原地重建）

丙简村小铺子安置点
（打造特色集市）

迁出地

建成地

斗阁村百家园安置点（邻
近糖厂、茶厂）

迁出地

建成地

斗阁村大寨自然村（周边小村落迁入）

蚂蚁堆村驿亭新村安置
点（邻近乡政府）

迁出地

建成地

中山村大元圃安置点
（邻近竹艺馆）

迁出地

建成地

图8 滇西南乡村场域变化示意图
Fig.8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hanging rural fields in Southwest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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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就地重构乡村而言，其原有乡村场域

的生活生产空间已不能满足当地村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原来稳定的场域结构

在外部因素驱动下被打破，人际关系和

管理方式发生异化，熟人社会松动。就

小铺子、百家园、驿亭新村、大元圃等

此类异地重构乡村而言，他们通过空间

置换将贫困人口搬离原来不适宜生存和

生产的环境，赋予当地村民更大的生长

空间，原有以土地、血缘为基础建立的

熟人社会变为半熟人社会。其二，滇西

南乡村原有农业生产通过个体自足和群

体互助即可满足，但是随着产业规模集

聚和类型增多，村民的对外生产性行为

增加，逐步形成了小规模市场经济的组

织方式，仅依靠个体自足、群体互助是

无法满足的，需要专业分工协作，滇西

南乡村生产方式逐渐由个体自足和群体

互助的传统模式转变为分工协作的现代

化模式。其三，现阶段滇西南乡村部分

原有惯习在新物质空间里可很快适应，

但仍有些行为方式、社会关系及文化惯

习处于生疏状态，需要一段极长的时间

与之匹配，场域切换无法与空间置换同

步，存在滞后现象。同时，在场域重塑

适应性过程中易出现民族文化流失、传

统技艺失传等现象。

3 脱节：滇西南乡村场域重塑中

多维空间再生产的滞后性问题

脱贫后滇西南乡村生活、生产、生

态空间发生分化，就地、异地重构下的

聚落发生肌理修复与规划重整，乡村场

域重塑中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等多

维空间的再生产滞后于物质空间的更新

（图9），与理想场域差距较大。

3.1 制度场域：行动者主体能动性缺

失，政府力量与资金依赖累加

滇西南的乡村制度场域存在行动者

主体能动性缺失和过度依赖政府力量的

问题。一方面，从“十一五”到“十三

五”，易地搬迁贫困人口任务不断加重，

投资不断增加（图10），行政手段对乡村

强制介入，政府在乡村空间重构进程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滇西南作为我国精准

扶贫的重点地区，国家运用精准扶贫的

治理方式将资源包办式直接输送至农民

手里，依靠贫困户身份就可得到利好政

策和相关福利，农民依赖心理逐渐增强，

未发挥其自身脱贫致富的主体力量。尤

其是异地重构乡村，在政府高强度作用

力下，搬迁村民对政府力量越发依赖。

另一方面，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力量所

引起的乡村场域重塑，多维空间再生产

的短暂滞后现象是符合自然规律的，但

从公平效率的长远眼光来看，长期滞后

则会造成浪费，应通过政策尽快同步，

发挥村民的主体能动性，避免资源和人

力的浪费。

3.2 经济场域：村民生计模式逐步转

型，就业供给的错位现象频出

滇西南乡村经济空间的再生产滞后

于新物质空间的更新，村民资本再生能

力无法适应新环境要求，从而造成部分

就业供给出现错位现象，就业持续性较

弱。一方面，对就地重构乡村而言，大

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乡村原以农业为

主自给自足的生活已无法满足当地村民

的现代生活需求，外出务工收入成为他

们重要生活来源，村民原来以传统农耕

为主的生计模式发生转变，乡村已不再

是内生封闭的系统[22]。另一方面，对异

地重构乡村而言，房屋地理位置变换切

断了搬迁农户与原居住地的连接，拉大

了农户生活场所与农地的距离，农业生

产难度增大，产居关系分离。在传统乡

村社会生活中，农业生产既是农民的生

产方式，也是生活方式，具有时空自由

性。搬迁村民在脱离原有单一农业结构

向多元化二、三产业转变的过程中，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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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乡村多维空间再生产的滞后性问题
Fig.9 Hysteresis in the reproduc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spaces in the rural areas

图10 各时期全国易地搬迁贫困人口任务及投资
Fig.10 National tasks and investments for relocating the poor by period of time

数据来源：易地扶贫搬迁“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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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政府完成部分就业转型，就业机会

增多，但政府、企业提供的多为扶贫车

间和产业基地等高强度、机械化类集中

型工作，村民自身能力、生产习惯难以

适应。据实地调查和抽样访谈发现，驿

亭新村安置点的 170户均来自蚂蚁堆乡

偏远山区（图11），搬迁后村民远离自己

的土地山林，部分年纪偏大的搬迁村民

因无法适应车间、园区集中型工作而产

生回迁短暂居住、种植的现象。

3.3 文化场域：人地关系内涵逐渐弱

化，原生文化自然依附性消解

基于布尔迪厄所提出的惯习与文化

间的关系可知，惯习就是外在化的文化，

不同文化塑造不同场域，不同场域促成

不同惯习养成。随着滇西南乡村物质空

间的更新，其依托于血缘、宗族为核心

的社会网络及交往模式被打破，尤其是

异地重构乡村，其原生文化的在地性与

自然依附性消解，人地关系结构与内涵

逐渐弱化。一方面，当进入由半熟人甚

至是陌生人组织的新空间时，村民主体

性下降，原生文化活动难以自发组织，

滇西南地域特色的“火塘文化”“碗窑土

陶”等文化和技艺面临消失风险。尤其

是搬迁村民的需求与政府主导下的公共

文化供给发生部分错位，文化活动由村

民自发组织变为社区组织，兴趣匹配度

较低。另一方面，村民短时间内的生活

记忆仍停留在原有经验，无法快速与异

质性群众融合，归属感直线下降，进而

分裂为独立文化个体，交往场域不复存

在。实地考察发现，驿亭新村和百家园

搬迁户由不同村民小组构成（图11），其

中不同村落和民族的搬迁户并不完全相

识，短时间很难融合，多数村民仍回到

原有紧密融洽的交往场域，与原村民小

组成员交流。

3.4 社会场域：熟人社会关系逐渐松

动，族群自治秩序存失效风险

传统滇西南乡村社会是一个基于人

情法则的熟人社会，治理多采用熟人自

治模式，乡贤发挥着重要作用，村民对

自己选出的村委具有较高依赖，且由于

是熟人管理，具有较高凝聚力。一方面，

当地乡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外流不仅导致

农业劳动力流失，也使乡村行动者存在

缺失，乡村治理参与者发生失陷。由实

地调研可知，2021年驿亭新村共有劳动

力405人，其中273人实现就业转移，省

外（主要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等地）

转移就业 34人，就近务工 （主要是临

沧、昆明、景洪等地） 239人，67.4%的

劳动力未能参与驿亭新村的治理。乡村

社会治理需要具备足够数量的行动主体，

而参与主体的缺失导致乡村族群自治秩

序出现失效风险。另一方面，就滇西南

异地重构乡村而言，其构建的治理模式

多为“村委会+小组长”或“村委会+企
业”，搬迁村民习惯以往的自治模式，对

企业社区管理的模式无法适应，信任度

和归属感不足。例如百家园安置点的村

民现阶段仍由距离 15 km外的原村委会

管理，原村委会与村民在长期互动中虽

建立了牢固的信任关系，但却因距离较

远加大了信息传递时间和治理效率，新

空间的治理优势无法发挥。

4 重塑：场域理论视角下滇西南

乡村重构的优化路径

从乡村“人地—产居—社会”关系

认知出发，以解决脱贫后乡村场域重塑

中多维空间再生产滞后性问题为目的，

提出优化路径。见图12。

4.1 探寻行动者共同认可的话语权与秩

序，重塑健康的社会与制度场域

滇西南乡村的治理主体由村民个体

行动者逐渐转变为政府、村委会、村民、

企业等异质行动者。在乡村场域重塑过

程中，新空间的权利秩序发生变化，各

行动者产生权利博弈，话语权与利益分

配逐步向政府、村委会和企业倾斜，乡

村资源逐渐被资本化，村民的公共参与

和共同治理诉求未得到充分满足。只有

探寻乡村场域重塑过程中个体行动者共

同遵循和认可的话语权力与秩序，才能

图11 驿亭新村及百家园安置居民搬迁示意图
Fig.11 Diagram of the relocation of residents of Yiting New Village and Baijiayuan Resettlement

资料来源：根据蚂蚁堆村及斗阁村提供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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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滇西南乡村重构的优化路径
Fig.12 Optimization path of rural reconfiguration in Southwest Yun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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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乡村秩序空间重构，重塑健康的社

会与制度场域，实现乡村高效治理。首

先，打破乡村治理对精准扶贫政策的高

依赖性和政策性规范下的刚性治理，探

索各乡村自身特性，充分了解村民的需

求，转标准治理为差异治理，增强治理

效率和弹性。其次，充分考虑重构乡村

的空间生产可持续性特征，在家庭协作

的半熟人过渡场域中制定适宜的共通性

规则，增强村民对场域重塑治理主体的

认可，充分发挥村民对治理的话语权，

提高村民自治能力和参与热情，防止治

理过度行政化。最后，滇西南异地重构

类乡村应打破城乡双重治理的二元困境，

引进先进人才和理念参与治理，把握好

乡村自治与他治间的关系，协调好农户

个人与集体、短期与长期的利益关系，

建立区别于传统乡村和城市社区的管理

模式，提高乡村治理的效果与效率，推

进异地重构乡村形成多元主体参与、多

维一体协同的治理结构，推动内生性乡

村新场域生成[23-26]。

4.2 转变候鸟居住模式为产居结合型模

式，构建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场域

滇西南异地重构乡村的新人地关系

具有产居分离特征，村民原有惯习在短

时间内难以适应新空间，从而产生短暂

居住、返迁现象以及候鸟型居住模式，

造成当地新资源的浪费。同时，多维空

间再生产应以满足搬迁村民获得自我生

存空间为主，而非作为商品价值与获得

利益的工具。因此，在乡村异地重构空

间的实践中应以提供可持续生存的空间

资源和解决生计问题为主要目标，重视

搬迁村民的异质性，改变其单一居住模

式为产居结合模式，规避搬迁村民因自

身条件受到就业结构的制约。首先，搬

迁村民融入新场域是一个渐进过程，可

在培育其二、三产就业的同时，暂时保

留搬迁村民的原有土地，对搬迁生活留

有缓冲余地，使其逐渐适应新场所。其

次，在后续产业发展模式中应结合当地

的资源和市场特点，着重培育精品有机

农业、特色乡村旅游产业等此类搬迁村

民较快适应的产业，构建高质量发展的

经济场域。最后，应优化就业培训，在

迎合当地市场所急需人才的同时，充分

考虑搬迁村民的惯习，注重培训的质量

和效果，并在培训后定时对搬迁村民的

就业情况进行追踪回访。

4.3 探索新场所与新乡土文化的连接方

式，形塑永续性发展的文化场域

滇西南乡村大多由不同民族组成，

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和生活习惯更加凸

显文化在当地乡村空间重构中的重要作

用。乡村文化记忆的产生依赖于原有自

然生态空间和生活生产空间，具有在地

性。如何将原有文化记忆与现代新文化

在新场所中融合成为乡村文化场域重塑

的关键。因此，只有探索新场所与新乡

土文化的连接方式，才能形塑永续性发

展的文化场域，实现社会互动与社会关

系的空间再生产，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一方面，要在文化治理过程中培育乡村

精英，发挥新乡贤的文化组织力量[27]，
取村民原生文化的精髓与优秀现代文化

融合，坚持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新

乡土文化的形成。另一方面，通过寻求、

接纳和认同乡村自下而上的文化多元性、

文化共通性，探索连接新场所和新乡土

文化的方式。搬迁村民多为滇西南不同

乡村贫困户，其原生乡村文化虽存在差

异，但具有一定共性特征。因此，可通

过探寻滇西南异地重构乡村内多种原生

文化的共性特征打造更适合搬迁村民日

常生活、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的场所空

间，充分利用本土特色材料和传统营造

技艺，将更多地域性、民族性、乡土性

元素融入乡村改造设计中[28-30]。同时，

就地和异地重构乡村应定期举办特色民

族文化活动，延续文化记忆，提高村民

的内生认同感，加强新乡土文化与文化

场所的内在关联性。

5 结语与展望

扶贫政策驱动的滇西南乡村空间生

产与重构，打破了传统乡村空间的自组

织逻辑，也松动和瓦解了依附于乡村物

质空间之上的原有熟人社会、治理机制、

经济秩序和文化惯习等非物质要素结构

关系。无论是就地重构还是异地重构，

乡村物质空间的本质性改善均引出制度、

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新话题、新

问题和新思考，但任何单一概念类别或

视角层次的问题解析与对策研究，终归

无法透视乡村发展现象而呈现其本质，

尤其是类似滇西南乡村这样的历史性贫

困地区。滇西南乡村因其长期封闭发展

所形成的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底色，往

往导致乡村空间自组织逻辑具有强烈原

始依赖惯性，也因此，外在的空间重构

行为与结果很可能导致社会文化形态及

其深层组织产生伤痕。基于此，本文以

临沧市为例，试图借助场域理论视角，

网络化、系统性、立体式地剖析滇西南

乡村空间重构背景下的场域重塑现象与

机理，透视其中多维空间再生产的适应

性过程和滞后性问题，因地制宜地提出

乡村重构优化路径，以期为脱贫后乡村

后续发展研究提供更为系统化、内涵化

的思考角度，满足乡村文化振兴的传承

性诉求。本研究因受地域样本限制而存

在一定局限，未来可扩展探讨不同地区

乡村空间重构与场域重塑的异同，进一

步从全要素剖析与结构性认知层面发力，

推进乡村事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本文基于中国知网 （CNKI） 学术期刊数

据库，在综合考虑文献质量、研究深度和

涵盖范围的情况下，将该研究的检索来源

类别设置为SCI来源期刊、EI来源期刊、

北大核心、CSSCI、CSCD。通过以“乡

村空间重构”为主题和“2023年5月1日”

为截止时间进行高级检索，发现该研究的

相关文献有152条，但近90%的文献或实

际内容与主题不符或研究指向主要为具象

化行为与结果，涉及多要素且深入关注系

统性影响的研究仅有不足20条文献，经

仔细研读后认为属于有一定深度和针对性

结论的部分研究已列入本文参考文献（见

参考文献[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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